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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谈理，率祖乎易”
― 伊藤东涯的易学研究
王　　　鑫
Itō Tōgai’s Studies of the Yi-jing
WANG Xin
 Itō Tōgai’s 伊藤東涯 studies of the Yi-jing 易経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epitome of Edo-period Yi-jing scholarship. Due to the scarcity of related research, this 
thesis inten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review of Tōgai’s works on the Yi-jing, after which 
two topics will be discussed: fi rst, the progression of Itō Tōgai and Ito Jinsai’ studies; 
second, the essential impact of Yi-jing on the collapse of Tōgai’s “Kogaku” and critics of 
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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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伊藤仁斋于宝永二年（1705年）殁后，古学派的学问主要由其子伊藤东涯所继承。就易学方面来说，
古学易学由仁斋肇始其端，而在东涯处发扬光大。东涯的易学向来被视作江户时代易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他的影响一直延伸至日本近代易学的研究中。1）本篇研究在对东涯易著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一方面重
新检讨了东涯与仁斋学问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易学在东涯古学思想的展开中以及在对程朱理
学的批判中所起的根源性的作用。
 1） 关于东涯易学的先行研究，笔者所及，仅有论文两篇：一为滨久雄的《伊藤东涯の易学》（《東洋研究》第90号，第 1 －
31页，1989年），另一为伊东伦厚的《伊藤東涯の〈周易〉十翼批判》（《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5号，第276－287页，2003
年）。滨文主要是对东涯主要易学著作内容的介绍，伊文则详细研究了东涯继承自仁斋的“十翼非孔子作”的观点。此
外，武内义雄在《易と中庸の研究》（岩波书店，1943年）的《叙由》中也曾提及东涯继承自仁斋的“十翼非孔子作”
学说对其以及内藤湖南易学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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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平2）
　　伊藤东涯（1670－1736）名长胤，字原藏。东涯是其号，又号慥慥斎，私谥绍述。仁斋长子，京都人。
　　据藤原常雅《碣铭》载：“东涯资禀甚异，三四岁能知字，长而博学强记，最善属文。”藤原称其文
“温纯精粹”。然其为人沉静寡然，恭俭谨慎，口不言人过。
　　东涯终身不仕，讲学于家。生平无他嗜好，唯有读书。平日手不释卷，每有所得，则辄笔之，故其经
术湛深，著述宏丰。
　　《先哲丛谈》载有门人高养浩言：“客曰：敢问东涯先生之为人如何？曰温厚之长者也。博识洽闻不减
徂徕。惜哉性过谦让，而智乏施设。学包众美，而才短教诲。是以有问则答之，答亦不精详。不问则不示
之，不示亦非有吝。”3）可见，东涯虽长于著述，却短于教学。据《丛谈》：“东涯声吐甚低，且讷讷如不能
言。对门有箍桶匠，其篾束声乱。东涯讲书，听者每苦其难分。”4）
　　东涯与荻生徂徕同时，二人各鸣东西。《丛谈》卷四5）载有东涯与徂徕学派交往的事迹 : “东涯声动海
内，四方后学多辐辏。菅麟屿既入徂徕门，又心向往东涯。遂负笈赴之。徂徕固不为意。春台内甚不平，
各有送别诗。徂徕云：‘五十三驿莫言难，处处山川秋好看。明日先从函岭望，如丝大道达长安。’其二：
‘挥鞭意气惬秋凉，才子奉恩游洛阳。但到西山红叶好，锦衣相映早归乡。’自书扇头以赠之。春台云：
‘田郎妙龄好远游，一旦寻师西入周。天边月落函关晓，云际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识古人骨
已朽。到日试问柱下官，往时老聃今在否？’麟屿造东涯出示之，东涯一见且笑曰：‘物先生襟度廓如可
想见。太宰子亦慷慨有节气。’又：“徂徕每臧否东涯不置，或遇自西至者，即首叩以东涯所业，东涯异于
此。”6）颇显其胸襟宏量。
三、易著
　　东涯学问综贯经史，论其要旨，在于对仁斋古学的继承与发展。就易学方面来说，仁斋晚年注易，所
著《易经古义》与《大象解》仅包括《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象》传、《文言》的部分内容以
及六十四卦的《大象传》。东涯作《周易经翼通解》，则在继承仁斋易学精神的基础上，全面而完整的注解
了《周易》的经传。东涯子伊藤善韶在《周易经翼通解序》7）中述其原委时说：
　　吾祖考晚年将注易。已解乾坤及大象，名以古义。先考自夙岁深好易。考传义之异同，题之上
帧，苦心尽力，剖析甚精。祖考尝称曰：殆不让古之好易者。祖考见背，古义亦未成。故本过庭之大
 2） 东涯生平资料主要见诸藤原常雅撰《绍述先生伊藤君碣铭》（《绍述先生文集》，ペリかん社，第 8页）及《先哲丛谈》
（原念斎、東条琴台著，松荣堂，1899年）。
 3） 《先哲丛谈》，第69页。
 4） 《先哲丛谈》，第67页。
 5） 同上。
 6） 《先哲丛谈》，第66页。
 7） 伊藤善韶《周易经翼通解序》（《汉文大系 ·周易》，星野恒校订、富山房、1913年）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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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考索传义，以为注述，名曰经翼通解。其解直随易书之本旨，不牵强而是非自明，经翼各还其本
旨，亦不混同矣。卦变及正策余策，宋儒有说，先考特发明原旨，各详本书，经翼之次第，姑从程氏
之本云。
　　就古学派的易学传承而言，仁斋易学主要传之于家。仁斋的弟子中，并河天民，中江岷山等人皆无易
著传世。仁斋育有五子，其中，除东涯外，亦有第五子伊藤兰嵎8）著有《易疑》、《易宪章》、《易本旨》
等。东涯、兰嵎之后，伊藤家易学遂抱守残说而无新见。
　　东涯继承仁斋遗志所作《周易经翼通解》是东涯易学的代表作。据《年谱》9），《通解》净书本成于享
保十四年（1729年），刊于安永三年（1774年）。《通解》成书时东涯六十岁。这部书是东涯易学思想最为
全面、成熟的表达。
　　除《通解》外，东涯还著有多种易作。如前引善韶《序》中提及的“考传义之异同”的《周易传义考
异》。这部书是他研读程颐《易传》与朱熹《本义》合刻本时题于书页上帧的评语集成。10）其书内容主要是
对程朱易学异同的考辨。此外，东涯的易作还有《读易私说》11）《周易义例卦变考》12）、《读易图例》13）、《周
 8） 仁斋第五子，名长坚，字才藏，兰嵎是其号。
 9） 吉川幸次郎、清水茂《伊藤仁斋 ·东涯略年谱》（《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日本思想大系33》、岩波书店、1971年）第
633页。
10） 笔者所见《周易传义考异》有两种，均为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所藏。两种版本都不完整，一为《周易传义考异首卷》，
绪氏写本，至《屯》卦九五终，注《彖》、《象》、《文言》；一为《周易传义考异》七卷三册缺本。第一册注《剥》卦到
《睽》卦，第二册注《蹇》卦到《归妹》卦，第三册注《丰》卦到《未济》卦及《系辞》，为东涯子伊藤善韶的写本。关
于成书，《古义堂遗书总目叙释》（《古义堂文库目录》，天理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40页）中有进一步说明：“此先子
录传义合刻本之上帧者，韶今新写以为别本，其名传义考异者，先子所命。先子将为别本而预立其号也。世所传写有
东涯先生易说者即此书之未全者耳。此书中亦有义解，有语原，既名考异，则当语原削去而留传义之上帧。”据《叙释》
说明，《传义》独立成书最早的版本应为伊藤善韶的写本。此外，笔者在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现伊藤长坚（号兰嵎，
东涯弟）《易考异》写本一册，此本至《颐》卦终。与前两本对照，内容上略有出入，如与绪氏本相比，少开头《易传
序》一篇。应为《周易传义考异》在流传过程中一种不完整的抄本。
11）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伊藤善韶抄本。文末题有“元禄庚长臈月十七日京兆伊藤长胤原藏甫识”，据《年谱》，元禄年
间无庚长年。又，元禄十三年（1700）为庚辰年，疑“长”为“辰”之误。滨久雄《伊藤东涯の易学》一文以《读易
私说》作于元禄十六年（1703），不知所据。《读易私说》中包含了东涯相关易论二十一条（其中“论传注异同”条存
其目而无正文），如“论重卦”，“论重卦之人”，“论易之次第”等。末尾还有附论三篇，分别为《复见天地之心说》、
《十翼非孔子之作辨》及《用九用六说又名蓍卦辨疑》，皆是研究东涯易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12） 关西大学泊园文库藏本。《周易义例卦变考》为《周易义例考》与《周易卦变考》的合本。《周易义例考》是对易经及
程朱传义中若干基本概念的略解。如“凡卦自下而上，故第一爻名之曰初”，“凡程传云卦才者即本义所云卦体、卦德
也”等。《周易卦变考》则为东涯相对程朱所提出的新卦变说。此书成于宝永元年甲申之春，东涯时年三十五。《卦变
考序》云：“因以此说问于家君，乃曰：此说亦有理，熟复以成其说。故今举二十卦彖辞以述管见。”
13） 关西大学泊园文库藏本。《读易图例》是将易经的基础知识及易学史的基本内容用图表的方式加以表现。其书之作，或
是方便易学初学者入门。其中包括三易之图，郑玄王弼程子朱熹诸家易说要领之图，彖象经传图、以卦配月图、变爻
占辞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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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讲义》14）、《太极图说十论》、《太极图说管见》与《通书管见》15）等。
四、易学思想
　　井上哲次郎名著《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6）中评价东涯学术时曾道：
　　东涯为父师仁斋思想所桎梏，毫无自家创见，道学相关著书虽有十有余种，而未曾于仁斋学说以
外放一异彩。
井上的看法从哲学的立场出发，认为东涯的思想只是对仁斋古学思想的继承，缺乏发展与创见。这一评价
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研究者对东涯思想的基本看法。从易学方面来说，东涯的《周易经翼通解》尽管是仁斋
《易经古义》的“绍述”之作，但《通解》相较《古义》，更加整备充实。东涯虽继承了仁斋易学的主要精
神与观点，同时承继了仁斋长于内证的研究方式，但与仁斋不同的是，一方面，东涯引入了经学史的视
野，将古学易学的基本观点纳入到整个易学史的内在脉络中加以分析。较之仁斋，其说更加缜密精确；另
一方面，东涯还研讨了仁斋易学中少有涉及的象数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古学易学在义理象数两端都得以
充实。在此基础上，东涯所著多种易作中对于易学基本知识的入门详解，对于易学流派的辨析梳理以及与
象数有关的卦变、正策余策诸说等，无一不是对于仁斋易学的发展、推进与完善。因此，单就易学而言，
可以说，仁斋开启了古学易学的端始，而由东涯得以焕发异彩。
1、易为义理之书
　　关于《周易》的内容与性质，仁斋曾提出“古者易有二家”说，严分儒家之易与卜筮之易。仁斋认
为：《周易》经传可分作两个部分，即代表儒家之易的《彖》、《象》、《文言》与代表卜筮之易的周易经传
的其他部分；儒家之易言义，卜筮家之易言利，二者不可相杂。从古学派的学问特点来讲，仁斋在诸多儒
家经典中最为重视《论语》。《论语》中的说法也是仁斋判断、去取其他经典的根本依据。《论语》云：“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中褒君子而斥小人、重义轻利的原则也被仁斋用来强调《易经》中与君子之
义相关的儒家之易的部分。在仁斋看来，儒家之易才是《易经》能够列为六经之一的根据所在，也是《易
经》中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部分。因而，仁斋判定《易经》性质为义理之书。他说：“若以易为卜筮之书，
则是易为小人谋，而非君子谋也。”17）
14）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又名《东涯先生易经讲义》。《周易讲义》是古义塾内教授易经时的讲义。如起首讲“周易程子
传序”，其中对《序》内“广大悉备”、“顺性命之理”等要点加以串讲，主要仍是引用程朱易说加以剖析。至《乾》卦
“时乘六龙”辞终。
15） 《太极图说十论》、《太极图说管见》、《通书管见》则是东涯对周惇颐易学及其与朱熹易学异同所作诸论。可见东涯易学
中除围绕传义分辨程朱之异同，还围绕《太极图说》分辨了周朱易学之异同。前两篇现收于《伊藤仁斋・伊藤东涯》
（《日本教育思想大系》，日本図书センター、1979年）。《通书管见》为关西大学图书馆藏本。
16） 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26年）第380页。原文为日文，引文系笔者自译。
17） 伊藤仁斋《易经古义》（《日本儒林丛书五》，关仪一郎编纂、凤出版、1972年刊）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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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涯继承了仁斋关于《易经》内容与性质的基本看法，并援引《论语》中“加我数年以学易”条进一
步佐证曰：
　　论语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故知孔子之言易，不以为卜筮之书，而以为义
理之书。倘使之卜筮之书耶，则分卦揲归之法，固不待假数年而学也。盖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此理
之常也。故易之为教，贵谦中而戒盈满，喜中正而忌亢极，所以谓之学也。然当时未甚盛行，不必诗
书执礼之可雅言也。故假之数年，领会其教，则应事接物，岂有悔尤之至，此所以为无大过也。然则
今日为易者，当处夫子之言，以为义理之书刻矣。18）
　　但在对待卜筮的态度上，东涯与仁斋却有所不同。仁斋在区分儒家之易与卜筮之易时，将义理与卜筮
看作是绝对矛盾、不能相杂，即“从义则不欲用卜筮，用卜筮则不得不舍义。”19）其用意固然是强调习易
者应勉力于儒家之易中的义理部分，成就君子之德行，而非专意于卜筮孜孜以求自身吉凶祸福。东涯却认
为：自古以来易学便有卜筮义理二端，应当历史地承认卜筮原本就是易学中的一部分。在东涯看来，孔子
虽以《易》为义理之书，但上古圣人用卜筮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卜筮也在当时发挥了相当的功能：
　　上世典籍罕少，而教戒未详。故当时之人，有事则卜以决嫌疑，无事则玩以习义理。夫子已前，
从来有此二端。故系辞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也。20）
就仁斋所担忧的卜筮使人趋利忘义而言，东涯认为：卜筮时所用易中爻辞固然言吉凶、利不利，使人就利
而避害，但并非不问是非，而唯利是择：
　　易本卜筮之书，非教法之典，故诸爻每言吉凶利不利，使人就利而远害，然亦非不问是非，而唯
利是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勤勉崎岖以成其事。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
人臣言，依于忠之类耳。此易之道也。21）
2、十翼非孔子作
　　“十翼非孔子作”是仁斋易学中另一具代表性的观点。仁斋认为：《彖》、《象》之作，出于孔子之前；
就《系辞》、《说卦》而言，其内容也相互抵牾，非同出于一手。关于十翼成立的具体时代与作者，仁斋认
为已不可考。仁斋的这一说法，在江户时代就受到一些儒者的批评。如宽政年间朱子学者柴野栗山言：
　　中世伊藤源助者出，其性恶高远微妙之言，其所好则平实卑近；又厌时流刚愎偏滞高谈自诩者之
18） 《读易私说》，内藤文库本，“论孔子以义理说易”条。
19） 《易经古义》，第 5页。
20） 伊藤长胤《周易经翼通解释例》（《汉文大系 ·周易》，星野恒校订）、富山房、1913年）第 1页。
21） 同上，第 1页。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第 5号
76
为，凡古书说天道性命者，自易中庸举而斥之非孔氏之书。22）
然而，仁斋的这一论断在东涯处却得到了充实详尽的发挥。东涯中年所著《读易私说》附论中便有专篇
《十翼非孔子之作辨》，其中列举了十三条“十翼非孔子作”的理由。其晚年所著《周易经翼通解》的《释
例》亦有四条专论及此。日本现代学者伊东伦厚在《伊藤東涯の〈周易〉十翼批判》中曾详细介绍了东涯
的对于十翼的批判。概言之，东涯的“十翼批判”包含有四方面的内容：
　　一、从易学史的角度来说，夫子晚而好易，韦编三绝，作《彖》、《象》、《说卦》、《文言》之说出自史
迁，后世以《十翼》为孔子所作的根据在此。尔后唯有欧阳修《易童子问》中对此提出过怀疑。赵南塘，
陆象山虽亦有疑，但其说不传；
　　二、从孔门后学来说，子思孟子不言夫子赞易。《论语》中门人弟子记载“子所雅言”者唯《诗》、
《书》。《系辞》专尚卜筮，异于夫子雅言；
　　三、从《周易》经传来说，《十翼》中有义理卜筮二家之说，且《彖》、《象》异旨，《说卦》、《杂卦》、
《序卦》不似孔子之书；《十翼》中屡称神农伏羲与子思所言孔子祖述尧舜之旨异；《系辞》、《说卦》每双
举仁义，且配天之阴阳，地之刚柔，而儒典中自《孟子》开始才常有仁义对举；《左传》中有韩宣子适鲁
观《象》在孔子赞《易》之前，《乾》之四德亦本出自穆姜之语；
　　四、从儒家教义而言，“精气游魂”之说有违圣人不语怪之旨；“尺蠖之屈”之说本老子之旨。
经过伊藤氏两代的考辨，“十翼非孔子作”成为了古学易学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观点。东涯在《十翼非孔子
之作辨》后曾曰：“予既著此辨，此其与先儒之说异，不欲传之于人。”在江户时代尊崇圣经的儒学氛围
下，东涯的十翼批评确实有些骇人听闻。虽有宋代欧阳修等人立说在前，但就整个易学史来说，“非孔子
作”说也不占主流。前引柴野栗山对仁斋的严厉批评也证明了东涯“不欲传之于人”中所包含的担忧是不
无道理的。但对东涯来说，就这一充满争议性的观点“不得不辨”的原因恰恰是出于对圣人之学的尊崇与
维护。东涯说：
　　苟夫宗圣人之道而信圣人之言，则凡其异乎此焉者，自当判然矣。自汉诸儒，非不宗圣人之道
也，非不信圣人之道也。然不以论孟二书为足尽圣人之言，不以仁义忠信为足蔽圣人之道，于是乎求
之于高，探之于远，遂致使假托之书，加诸语孟之上，则予固不得不辨。如太极穷理等语，自后世言
之，则固学问之宗脑也。而孔门诸子，未尝有举而问者，孟子七篇，亦未尝示之于人也。公心论之，
亦下大可怪之甚也乎？吾唯知有论语而已矣。知有孟子而已矣，以二书为准，则知十翼非孔子之书，
断然不可疑也。23）
可见，东涯确信“十翼非孔子作”的信心实际根源自仁斋所奠定的古学立场：以《论》、《孟》二书为足尽
圣人之言，以仁义忠信为足蔽圣人之道。中国自汉代以后，以《易》为“群经之首”，宋代理学更是以
《十翼》为依据，提出“太极”、“穷理”诸说。在东涯看来，这些都是置《论》、《孟》的根本经典地位与
22） 柴野栗山《栗山文集》（关西大学图书馆藏，天保十四年刊本）卷三。
23） 《读易私说》，附“十翼非孔子作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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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于不顾，才是对孔孟之学的违背。相反，从古学立场出发，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尊重与继承——以
《论》、《孟》二书为准，则“十翼非孔子作”断然无疑。
3、象数诸说
　　仁斋以《易》为义理之书，因此，其易学崇义理而斥卜筮。《易经古义》与《大象解》中对于易经经
文的解释也多从义理出发。东涯虽以《易》为义理之书，但崇义理而不废卜筮。所以，东涯的易学中有许
多关于易学象数问题的讨论。其中，卦变说与正策、余策说是东涯针对程朱易学在象数方面所提出的见
解。
（ 1）卦变说
　　东涯关于卦变说的讨论见于《周易卦变考》、《读易私说》以及《周易经翼通解释例》等处。《释例》24）
中总结其卦变说时云：
　　《彖》中言刚柔往来者，凡二十许卦。先儒谓之卦变。诸家说不同。程子谓六十四卦，皆自乾坤
而变。朱熹谓六十四卦互相往来，以两卦阴阳二爻换位而言。……予尝妄意，六十四卦之序，自乾至
未济，皆两卦反对相立以叙。彖言卦变，皆两卦反对中，自相往来耳。假如随自蛊来，蛊自随来。泰
自否来，否自泰来。刚柔二爻，或自内往外，或自外往内。彖每由此取义。
卦变所指的是《易经》《彖》传所言“刚柔往来者”，如《泰》卦《彖》云：“小往大来”；《否》卦《彖》
云：“大往小来”等，实际上讲的是卦与卦间变化生成的关系。在这里，东涯首先区分了程朱卦变说的不
同。程颐的卦变说认为六十四卦都是从《乾》《坤》两卦变化而来。如《周易程氏传》25）中解释《随》卦：
　　以卦变言之，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阳来下于阴也，以阳下阴，阴必说随，为
随之义。
朱熹的卦变说则认为卦变为六十四卦之间相互往来。《周易本义》前《易九图》中有《卦变图》26）。《图》
中朱熹解释卦变曰：
　　凡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凡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临、遯而来。凡三阴三
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凡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凡五阴五阳之卦各
六，皆自夬、剥而来。
朱熹卦变说本于宋初李之才的《六十四卦相生图》。以乾坤两卦第一次相交，生出姤、复两卦：姤为五阳
24） 《周易通解释例》，第10－11页。
25） （宋）程颐《周易程氏传》（《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83页。
26） （宋）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1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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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之卦，五变生出五卦；复为五阴一阳之卦，五变又生出五卦。因此，“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
姤而来。”其他诸变皆可依此类推。值得补充的是，朱熹在《周易本义》的注释中并没有完全依循这种卦
变义例27）。如《本义》上经三十卦中，朱熹释卦变者共有九卦，其中只有《讼》卦与卦变图相同，其余卦
皆与之有所出入。如《本义》解《随》卦：“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卦九来居五，而
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刚来随柔之义”28）。此解显然与《卦变图》说不同，若依《卦变图》，《随》卦
应从《泰》、《否》二卦而来。
　　针对以上程朱的卦变说，东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彖》言卦变，皆两卦反对中，自相往来耳”。《周
易卦变考》中，东涯对此说有进一步说明：
　　盖六十四卦自乾坤至既济未济皆二卦反对相副以叙。六十四卦番转只是三十二卦，其中不可倒转
者乾坤坎离中孚小过颐大过八卦耳。说卦变者皆以其反对错而说之。如无妄大畜蹇解等尤可见矣。
东涯认为：六十四卦皆两两相副反对翻转而来。如《无妄》卦，上乾下震，翻转成上艮下乾 ,为《大畜》
卦。因此，六十四卦可看作是由三十二卦翻转而来。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坎、离、中孚、小过、
颐、大过八卦倒转后与原卦相同，其余五十六卦皆两两相覆而成。29）
（ 2）正策、余策说
　　东涯的正策、余策说则源于对于爻数七、八、九、六的讨论。东涯曰：“所谓九六云者，实开卷第一
义”30）。七、八、九、六是揲蓍成卦时的定爻之数。七、九为阳数，六、八为阴数。九为老阳，六为老阴，
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老变而少不变。需要表明的是，正策、余策之说并非是东涯的独立发明。就江户时
代的易数讨论而言，大多是从朱熹《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出发。因此，东涯此说，是在综合汉晋唐
宋易学诸家之说的基础上，对朱熹《本义》、《启蒙》中相应说法的驳斥。
　揲蓍成卦之说出自《易系辞》：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
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是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
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
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一过程所讲的是如何从大衍之数演绎出《易》中六十四卦的过程，也是卜筮中如何用蓍草挂揲成卦的过
27） 关于这点，可参考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第82页。
28） 《周易本义》，第90页。
29） 按，东涯的卦变说与明代来知德的“错综成卦”之说相同。东涯在《通解释例》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后阅明来知德易
解，适与予说符。谓之卦综，取错综之义也。……人之所见，或偶相会。固不分古今彼此也。”可知卦变说是东涯精研
易学的独立发明。
30） 《读易私说》，附“用九用六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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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熹在《易学启蒙 ·明蓍策第三》31）中对此有详细解释。依《启蒙》说：首先，取蓍草五十茎为一握，
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极，所用之策四十九以象两仪体具而未分之时（“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
次，将四十九策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两仪。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然后以四揲左
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余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余数于左手第三
指间，以象再闰。（“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五岁再闰，归奇於扐以象闰，故
再扐而后挂”）至此，称作 “一变”。“一变”之后的挂扐之数只有两个可能，一为五，一为九。“一变”之
后，除前余数，将剩下的策数（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挂、揲、归如前，称作“二变”，“二变”的挂
扐之数也只有两个可能，一为四，一为八。“二变”之后，除去前两次卦扐之数，将剩下的策数（或四十，
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卦、揲、归如前，称作“三变”。“三变”卦扐之数的情况与“二变”相同，非
四即八。“三变”完成后，“三变”中的挂扐之数共有四种情况：四，五，八，九。其中，四、五中只含有
一个四，故，四、五为奇数，八、九中含两个四，故八、九为偶数。若“三变”之后，挂扐数皆为奇数，
如五、四、四，则挂扐和数为十三，定此爻为老阳（九）；若挂扐数皆为偶数，如九、八、八，则挂扐和
数为二十五，定此爻为老阴（六）；若卦扐数为一奇二偶，如五、八、八，则挂扐和数为二十一，定此爻
为少阳（七）；若挂扐数为一偶二奇，如九、四、四，则挂扐和数为十七，定此爻为少阴（八）。一卦有六
爻，需要十有八变才能成一卦。（十有八变而成卦。）每爻皆以挂扐之数定阴阳老少。朱熹说：
　　挂扐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原。而过揲之数，乃七八九六之委。其势又有轻重之不同。而或者乃欲
废置挂扐，而独以过揲之数为断，则是舍本而取末，去约以就繁，而不知其不可也，岂不误哉！32）
因此，在朱熹的象数思想中，以挂扐之数，为七八九六之“原”。“原”有本原，根源之意。挂扐的余数，
朱熹称作“过揲之数”，为七八九六之“委”。“委”在这里与“原”相对，有末、尾的意思。“其势又有轻
重不同”、“舍本而取末”诸说依朱熹的意思，当是强调挂扐之数处于更加重要、更为根本的地位。
　东涯对揲蓍成卦的解释主要见于《通解释例》与《读易私说》附论《用九用六说》。《通解释例》33）曰：
　　七八九六之数，本起于蓍策，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左右平分，三变之后，四揲所得
者，其别凡四，是为正策。或得二十八策，四之则为七；或得三十二策，四之则为八；或得三十六
策，四之则为九；或得二十四策，四之则为六。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六为老阴，是为四
象。系辞所谓四揲之以象四时者是也。其挂扐之策，少阳则二十一策，老阳则十三策，少阴则十七
策，老阴则二十五策，是为余策。系辞所谓归余于扐以象闰者是也。
同朱熹之说相比较，东涯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最后成爻阶段，朱熹说以挂扐之数以定一爻之阴阳老少，东涯
31） （宋）朱熹《易学启蒙》（《朱子全书》第一册，朱杰人等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
32） 《易学启蒙》，第253－254页。
33） 《周易经翼通解释例》，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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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揲蓍后除挂扐之外的余数即朱熹所说的“过揲之数”以定一爻之阴阳老少。34）“三变”之后的挂扐和数
有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相应地，其余数即过揲之数有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东涯
认为：过揲之数才是正策，而挂扐之数应为余策。正策四揲之后而为九、六、七、八，这才是爻数更为根
本的来源。
　　在《用九用六说》中，东涯还进一步阐明了其正策说的根据：只有以过揲之策为正策，才能解释《系
辞》中“乾之策”一句。《乾》卦以老阳的正策计算，一卦六爻，以三十六策乘以六，才能得二百一十六
策。故能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同样道理，《坤》卦以老阴的策数即二十四计算，乘以六，才能得一
百四十四策，故能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两卦之策共得三百六十，当一年三百六十天
之数，故曰：“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若以挂扐之策而言，则“乾之策”七十八，“坤之策”百五十，
显然与《系辞》原说不符。并且，东涯还指出：朱熹引孔颖达《周易正义》本“过揲”之“过”，当作
“遇”字35）。过揲之说乃朱熹引字讹误。因此，过揲之策当为“遇揲之策”。东涯说：
　　其六遇揲九遇揲云者，言六遇四揲之数，九遇四揲之数也。谓之遇者，犹遇卦之遇，适当之谓，
以此为蓍策之本数，可知矣。36）
　　从易学史上来讲，东涯的“遇揲之策”为正策说实际上是继承了汉、唐以来的观点。这一说法是与
《系辞》原文相符的。但朱熹为何提出挂扐之数说，并认为“废置挂扐，而独以过揲之数为断”是“舍本
而取末，去约以就繁”呢？东涯敏锐的察觉到：“朱熹深信河图洛书，故不欲言七八九六之数出于蓍
策”。37）在《周易本义》中，朱熹注“大衍之数”曰：“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38）
认为大衍之数出于河图。又曰：“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
少阴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39）将策数的生成内在根据于河图的四象。《启蒙》开首立《本图书第
一》也表明《启蒙》中的象数之学实际是奠定在河图洛书的理论基础之上。关于河图洛书，东涯认为：河
洛之说虽见于《系辞》、《书 ·顾命》及《论语》，但汉唐易学的传承中未见其说，只有道家的一些说法与
之相合，“其为唐宋之际，道家之所伪撰。”40）由此可以看出：朱熹强调挂扐之数的根源性，是为了将揲蓍
成卦的过程与河图洛书的理论相融合，从而完成其象数理论内部的沟通与统一；而东涯辨明遇揲之数、强
调正策之说，则是反对朱熹将属于“道家之说”的河图洛书作为易学象数的理论根据。
34） 按，正策、余策对举的说法朱熹很少使用。朱熹经常使用的是以“揲策”与“余策”对举。
35） 翻检（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3页中“以揲蓍之数，
九遇揲则得老阳，六遇揲则得老阴”，唐人确无过揲之说。朱熹《蓍卦考误》（《朱子全书》，第3221页）引《正义》误
作“过揲说”。
36） 《读易私说》，“用九用六说”条。
37） 同上。
38） 《周易本义》，第234页
39） 《周易本义》，第235页
40） 《读易私说》，“论河图洛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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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易学中的古学问题
　　从易学与古学的关系来看，仁斋晚年注《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易学构建了一套具有古学特点的
本体论。他以生生不已的太极元气为本体，对佛家的空幻，道家的虚无以及《太极图说》中以理为根本的
宇宙发生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41）。东涯则在继承仁斋太极元气说的基础上，对古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进一
步加以推进。不难想见，东涯在相关方面的成说同样是针对佛老与程朱之说，但颇具意趣是，在《周易经
翼通解》中，东涯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是通过对解经原则的巧妙发挥来完成的。
1、诠释与心体
　　东涯在《通解》中的解经原则与仁斋“古者易有二家” 之说紧密相连。仁斋将《周易》的内容区分为
义理（儒家之易）与卜筮（卜筮家之易）两部分，并以二者不可相杂，实际上使得对于周易辞句的理解、
解释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东涯的解经原则中表现为解释上的单义性，即讲卜筮者，则不
能讲义理；反之，讲义理者，也不能讲卜筮。也就是说，一个辞句，或讲义理，或讲卜筮，但不可能同时
兼包义理与卜筮两个层次的内容。
　　现代学者朱伯崑关于《易传》的解释曾提出“两套语言”的说法，可以为我们理解东涯的解经原则提
供一个参照。朱先生认为：
　　《易传》中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有些辞句只是解释筮法，有些辞
句是作者用来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有些辞句则二者兼而有之。……从易学史上来看，对《易传》的
解释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偏重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哲学问题。……另一种倾向是偏重从
哲理的角度解释其中的筮法问题。42）
朱先生的这一看法与东涯相比较，相同的是二者都认为《周易》经传中的内容包含义理与卜筮两个方面。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先生“两套语言”的观点中，“有些辞句则二者兼而有之”，也就是说，有些辞句是
既讲卜筮，又讲义理的。但在东涯的解经原则中，这一理解、解释上的多义性则被排除在外。在对《系
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的解释中，东涯说：
　　蓍筴之未筮也。无思则无心矣，无为则无迹矣，故寂然不动，其宜若无所为。而及其既筮也。天
下之事，感而通之，各有所当，此至神之所为也。43）
在东涯看来，这句只是讲卜筮前后的情况：寂然不动，讲的是未筮前；感而遂通，讲的是已筮之后。《通
解释例》中，东涯还尤为突出的强调：
41） 参见拙稿《从人伦的世界到形而上学― 仁斋的古学与易学》，预发表于《关西大学文学会纪要》第33号。
42）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43） 《周易经翼通解》，卷十七，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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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感道器之说，则以蓍策言，而非语道之体用也。44）
相较于朱熹在《本义》中的解释：
　　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
如此。45）
可以看到：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因此他的解释前半段与东涯的解释一致，都认为这句话是讲卜筮前
后的状况。需注意的是朱熹解释的后半句“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在这里，朱熹将蓍卦的动静与人
心动静关联在一起，认为其内在的道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不仅是指卜筮前后
的状态，同样还可以理解为人心理活动时的不同阶段或状态。《语类》中朱熹说：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下之故，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是说易，不是说人。诸家皆是借来就人
上说，亦通。46）
由此可见，朱熹承认《易》经解释时理解的多义性。因此，就“寂然不动”一句而言，朱熹在解释为蓍卦
状态的同时，还将之理解为其心性论与工夫论的经典依据。朱熹关于“寂感”的讨论通常是与《中庸》
“已发未发”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他曾说：
　　……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
之性体段具焉。47）
在这里，朱熹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时为“未发”，为心体流行时“寂然不动”的状态 ,即前所言人心之
“静”；相应的，思虑已萌，事物来至时为“已发”，为心体流行时“感而遂通”的状态，即人心之“动”。
需注意的是，“心体流行”之说表明朱熹认为心一直在不间断地发挥着作用。因此，在心体“寂然不动”
或“静”时，心的知觉活动并没有停止，但此时心的作用并没有主动发挥，因其没有同外界的事物相接
触，所以也没有被动的反应；心体“感而遂通”，则是指心与外界事物相接触、相作用后通达的状态。朱
熹此处关于心之寂感、动静的认知，在朱子哲学的研究中一般视为其在“乙丑之悟”后的看法48）。此前三
年“丙戌之悟”时，朱熹因早年受程颐、胡宏学派的影响，认为心总是已发，而以性为未发。通过“乙丑
之悟”对于心性问题的重新讨论，朱熹不仅明确提出性为未发、为心之体；情为已发、为心之用的“心统
性情”说，使得《易》之“寂感”、《中庸》之“已发未发”说在心性论的层次上得以一贯；同时，正如陈
44） 《周易通解释例》，第 6页。
45） 《周易本义》，第238页。
46） （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2556页。
47） （宋）朱熹《已发未发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3267页。
48） 详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第七章《已发未发》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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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先生49）所指出的：朱熹对于心体流行时寂然不动状态的肯定，即对于未发阶段或人心之“静”的肯定，
也给予了静中涵养的工夫以地位。因为，如果心任何时候都是已发，人的工夫便只是已发上用功，就容易
只注意明显的意识活动的修养；而只有确认了思虑未萌的未发意义，才可以使人注意从事未发时的修养。
从这种心性论出发，朱熹把人的修养分作两个方面：一种是未发工夫，即主敬涵养，一种是已发工夫，即
格物致知。
　　朱熹通过对“寂然不动”一句在两种层面的解释把“寂感”从描述蓍卦的过程发展为描述心之动静、
体用的过程，从而为其心性论与工夫论奠定了经典上的依据。东涯在解经原则上对于单义性的发挥，特别
是对寂感之说只可以理解为“以蓍策言”的强调，显然是为了否定将寂感之说作为心性论依据的可能。但
这样做还不足以对朱熹的心性、工夫论构成彻底的挑战，因此，东涯又以太极元气论为基础，正面提出了
古学派的心性论与工夫论。
2、 本体与工夫
　　在本体论方面，东涯继承了仁斋的太极元气说，其论“太极”曰：
　　所谓太极者，乃指一元气流行古今，发育万物者以为言。而不可向上面别求所以然之理也必
矣。50）
东涯所谓“不可向上面别求所以然之理”，指的是程颐对《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释。程颐认为，
阴阳指气言，其中有一种支配它如此运动的内在根据，便是道。但“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51）因
此，程颐提出“所以一阴一阳，道也”52），把道作为二气往来运行所以然的根据和规律。程颐这里的道可
以理解作太极或理。在他看来，理是阴阳二气进而也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和根源。东涯承自仁斋的本体论便
是针对这一“理本论”而提出。在东涯看来，太极元气已然是万物的本体和根源，不存在更高的超越者。
太极元气分生而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继而化生人与万物。作为万物本体的太极元气，其特质是生生不
已、动动不已。相应地，人的心性与修养工夫同样也奠基于这一太极元气的本体与特质之上。
　　关于“性”，东涯认为：
　　性者，人生禀受之名也。凡人之为生，自耳目口鼻之欲，以至昏明强弱之差，嗜好癖疾之偏，皆
其所生来禀受各自不同，名之曰性。53）
在探讨太极元气时，东涯是将太极元气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没有对太极元气本身作出区分。东涯的气
49） 详见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
50） 《周易经翼通解》，《系辞上》，第27页。
51） 《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第162页、
52） 《遗书》，卷三，《二程集》，第67页。
53） 伊藤东涯《辨疑录》（《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大日本思想全集》第 4册，大日本思想全集刊行会、1932年）第352－
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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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中，看不到如张载那样对于“太虚”与气的分别。因此，“性”在东涯这里被看作是人现实所禀受的
气质的全体。人的欲望，智愚、嗜好等等都包括在内。孟子所言性善，在东涯看来，也是专就气质而言：
“今玩孟子之旨，其所谓善者，亦就气质上认善，而非外气质而为言也。”54）但如何从气质上认善呢？东涯
依据《孟子 ·告子上》中“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一句，提出“因情知性”说。他认为：
　　情也者，性之欲而人心之不涉思虑安排者也，不唯善心，凡人之好色甘食以及欲富好货财等项，
其性之所欲而不涉思虑安排者皆谓之情。天下之所同然，谓之同情；人心之所实然，谓之情实；而人
之可为善，亦然。故孟子以此知性之善也。55）
又说：
　　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欲为性而亦必言性善，盖就耳目口鼻之欲而见其善也。56）
情是人心不涉思虑安排者，是性的欲求的自然流露。因此，情是人心禀受的真实无伪，无所亏损的发显。
从人情之可为善自然可以溯见人性之善。需要注意的是，东涯所言的“性”包括在理学中斥之为气、为欲
的那一部分。他讲的“性善”，并非是“天命之性”的本然之善或纯然之善，而是在人所禀受的气质全体
中本有的包含着的善。
　　性是人所禀受的气质全体，由人心不涉安排、自然发显的情可以认知性，由人情可以为善而见性之
善，这就构成了东涯心性论的一方面；东涯心性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心”的认识。在东涯看来，心
是专就思虑发动上而言。这一看法与程颐“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相一致。《遗书》中曾记载了程颐与
弟子苏季明间的一段答问：
　　（苏季明）曰 :喜怒哀乐之未发之前求中可否。（程颐）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
　　（程）曰：……贤且说静时如何。（苏）曰：谓之无物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处。（程）曰：既有知
觉，却是动也。怎生言静？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
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57）
“复见天地之心”说出自《复》卦《彖》传。程颐解之为“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
为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58）苏季明所问是由《中庸》“中和说”所引发的“求中”的修养
问题，在程颐看来，未发前求中的作法是错误的，因为既思未发前求中，就已经是思，是已发。同时，程
54） 伊藤东涯《古学指要》（《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日本教育思想大系》，日本図书センター、1979年）第 3 － 4页。
55） 同上，第16页，“因情知性”说条。
56） 《辨疑录》，卷二，第326页。
57）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201页。
58） 《二程集》，第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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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还将“天地之心”与人心贯通了起来，因为天地之心为动，所以表现于人心也是处于不停的知觉运动之
中。程颐“心皆为已发”说得到了东涯的高度称赞，《读易私说 ·复见天地之心说》中，东涯称之为“程
子吃紧为人之要语”。但是在朱熹看来，这段记载“最多谬误”“乱道而误人”59）。朱熹的批评显然是出于
其乙丑之悟后的看法。《中庸或问》中，朱熹说：
　　答苏季明之后章，记录多失本旨。答问不相对值。其言静时既有知觉，岂可言静，而引复以见天
地之心为说，亦不可晓。盖当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故以为静中有物则可，而便
以才思便是已发为比，则未可。
《复》卦《彖》传朱熹曾解之为：“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
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60）此解中，朱熹以一阳之动表现于人心为“静极
而动”，强调“静极”状态的存在，从而认为程颐引说不可晓。“能有知觉而未有所知觉”是说心虽然处于
不停的知觉之中，但由于没有外界客观事物的触发，即没有“所知觉”，所以这时的心是处于至静的状态。
这与前文朱熹在“寂感”说时强调心体流行，但思虑未萌的意义是一致的。
　　《复见天地之心说》中，东涯详细辨析了程、朱间的这一分歧，他说：“程子之意，专以动为天地之本
心，朱子则以静为本。”“程子于动上见道，而朱子之说乃祖周子于静上见道。”东涯并未察觉朱熹在心性
论上的前后变化，在他看来，程、朱二说差异的根源是由于朱熹接受与融合了周惇颐《太极图说》中的动
静观与主静的立场。朱熹《太极图说解》云：“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于静”继承了《图说》所讲的“圣
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无欲故静）”。这一点上，作为周惇颐直传弟子的程颐反倒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程颐后来也意识到“心皆就已发言”与《中庸》“未发说”之间的矛盾。因而对此说
法作了修正。他说：
　　“凡言心者，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小注：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
而言者（小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观其所见如何耳。61）
已发是心之用，即感而遂通。但心还有未发，有寂然不动，这是心之体。程颐用体用的关系重新划定了已
发和未发，把寂然不动、未发作为心之体，这就给予了未发以存在的意义。尽管求中的思是已发，不可以
求得未发的中，但程颐又提出了“涵养”的方式来代替求中之说：
　　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62）
　　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63）
59） 朱熹《中庸或问》（《朱子全书》第 6册）第562页。
60） 《周易本义》，第110页。
61） 《与吕大临论中书》，《二程集》，第609页。
62）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0页。
63） 《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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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未发，所以，喜怒哀乐未发前和已发后都不可求。人只应在未发时“存养”、“涵养”，便能保养未发
之中，久熟之后，自然也有中节之和。
　　程颐这一“心说”上的改变东涯同样也没有能够注意到。64）他所肯定的仍然是程颐“心皆就已发言”
说，强调动之端为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始终处于知觉的状态中。这与他在太极元气说中强调太极元气生生
不已、动动不已的特质是关联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不存在心之体，也不存在未发状态的心，他说：
　　先儒说心有已发未发之别，性有本然气质之异。然玩古者圣贤之书，性有气质之性，而无本然之
性。心有已发之心，而无未发之心。65）
心皆就已发言，性皆就气质说，加之“因情以见性”，这就构成了东涯心性论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
东涯进一步提出了古学特色的工夫论：
　　圣人之言性，有充养之方，而无复初之说。66）
　　圣人之教人，其方固非一端，然莫非渐次积累以成其大也。《论语》首章乃曰：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有子亦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曰习曰务。乃皆其事。而孟子括之曰扩充。……《孟
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又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将以使人就其端，
扩而充之，以成其德也。或曰崇德，曰徙义，曰积善，曰集义。其义一也。67）
从程、朱的心性论中可以看到，程、朱虽然早年皆主张“心皆就已发言”，但之后程颐以心之“体用”说
对此作了修正，从而肯定了未发作为心之体的存在；而朱熹则通过“乙丑之悟”对于已发未发的重新界
定，也肯定了心在未发意义上的存在。从工夫论上来讲，程颐以未发为心之体所确立的涵养工夫，也就是
静中的主敬，即其所说的“涵养须用敬”；朱熹通过对心体流行时寂然不动状态即未发或人心之“静”的
重新诠释，实际上调和了周惇颐的“主静”说与程颐思想间的矛盾，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理学在“敬中涵
养”工夫上的统一。“敬中涵养”的工夫所追求的是对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寂然不动的心之本体的体察与
操存。未发的心之体在程朱看来，也是人秉承天命而来的本然之性；已发的心之用则是情。“敬中涵养”
工夫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性为气禀所拘，为情欲所蔽，应接事物之时，心体之澄明经常会被遮蔽。因此
涵养心体，是为了在此心体被气禀情欲所遮蔽时，能够最终复其清明。这就是东涯所批评的“复初之说”。
从东涯的本体论与心性论中，可以看到：心皆就已发言，意味着不存在思虑未萌时的心，也就是说心总是
处于思虑发动之中，因而不存在寂然不动的心体；性皆就气质而言，意味着无论是“性即理”，还是“天
命之性”所赋予的性的先天的道德善都不存在。性是人所禀受的太极元气的全体，气禀、情欲总是现实的
64）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东涯对于程朱思想的理解并没有能够注意到其中的发展与变化。值得一提的还有仁斋对于朱熹“理
生气”思想前后变化的忽视。因此，伊藤两代对于程朱理学的理解中，实际上包含了很多误解。然而，正是这种误解，
在古学思想的构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65） 《古学指要》卷上，第22页。
66） 伊藤东涯《复性辨》（《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日本教育思想大系》，日本図书センター、1979年）第211页。
67） 《复性辨》，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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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一部分。因而人的工夫不是去除气禀、情欲的遮蔽以复其初，而是因情知性，就人心自然流露的情
的善端（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处不断充养、扩充，“渐次积累以成其大”。这也使得东涯的工夫论最终与
古学最为重视的经典《论》、《孟》中所谈及的“务”、“习”、“集义”等种种修养手段贯通起来。
　　最后，东涯进一步指出：
　　唯佛老之学，其说亦非一端，然莫不以反其初为说焉。故老氏欲绝仁义废礼乐，以反其无。佛氏
欲绝欲息妄，超脱轮回，证其所谓本觉真如者，以到佛地。所以说还灭，说归真。至后世儒者之所
道，则居伦理纲常为重，礼乐刑政为大。固已斥彼二氏之不足以为道矣。然其工夫欲去物欲，变气
质，以复其初，则其所道虽异，而其手段未尝不同也。68）
在东涯看来，程朱理学虽然以辟佛老为己任，但从复初的工夫来看，程朱“去物欲、变气质，以复其初”
的修养方式并非儒家正统，仍然是汲取了佛老修养的思路与手段。
六、结语
　　明治时期的学者星野恒曾将东涯的《周易经翼通解》称作江户时代易著中的“翘楚”69）。武内义雄在
《易と中庸の研究》中也极度推崇东涯关于“十翼非孔子作”的考辨对他在易学研究上的启发性作用70）。可
以说，东涯关于孔子与“十翼”间关系的看法直接笼罩了近代以来日本易学研究中关于此问题的基本看
法。
　　东涯的易学研究以同程、朱易学的对话为中心。这也是江户时代易学展开的一个基本特点。但与仁斋
以及其他诸多易学家不同的是，东涯易学最为深刻的意义，在于他察觉到：“后世谈理，率祖乎易。”71）东
涯看到了理学思想的成立与展开与《易》经之间根源性的联系。这也构成了东涯易学研究的出发点。因
此，在东涯的易学思想中，无论是对“十翼非孔子作”的发挥，还是对寂感纯以蓍策言的强调，乃至对太
极元气说的展开与深化，东涯最终指向的都是一种对程朱易学—理学从根底处进行批判的努力。相应地，
东涯通过对《易经》的重新诠释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本体、心性与工夫诸论完整的重建，也为古学思想的挺
立奠定了《论》、《孟》之外的经典根据。
　　最后，还可以看到，除了对宋代程朱易学的关心外，东涯的易学还汲取了汉唐易学的成果，如正策、
余策说中对汉唐易学的继承；转承自仁斋的以太极为元气说等。汉唐易学为东涯提供了另一个批判程朱易
说的基础。此外，东涯还注意到了明代易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如对来知德“错综成卦”说的关注等（见本
文注释第29条）。 但对与其同时的中国清代的相关易学研究，东涯却并没有提及。究其原因，大概同江户
时代由于“闭关锁国”而造成的最新的汉籍在输入与流播上的困难有关。72） 这也为我们考察东亚历史上易
68） 《复性辨》，第210页。
69） 星野恒《周易解题》（《汉文大系 ·周易》，富山房、1913年）第 5页。
70） 武内义雄《易と中庸の研究》（岩波书店、1943年）第 2页。
71） 《周易经翼通解释例》，第 5页。
72） 关于江户汉籍的流播情况，可参见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应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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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交涉的情况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年）及《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关西大学出版社、1967年）。虽然仍有“唐
船”运载着作为商品的汉籍到达长崎，但在东涯生前最后一年即元文元年（1736年）前的《齎来书目》的记载中，并
没有见到清代易学相关书籍的输入情况。
